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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报纸正在努力适应和创新（Lowrey， 

2011），“被动”地卷入并推出一系列创新项目（李艳红，2017），算法新

闻便是其中之一。算法虽没有被普遍接受的正式定义，但是这个术语通常

指的是可被计算机理解的一系列精确的规则和指令（Lindén， 2017）。技术

的发展为算法与新闻的桥接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撑，按照杨和赫米达的说法，

算法新闻是将算法、社会科学、数学运算过程运用于新闻生产和分发的实

践方式（Young & Hermida， 2015）。实际上，学者们已经使用了多种不同

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如机器人新闻、自动化新闻、算法新闻、机器写

作新闻等，并认为这些名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白红义，2017）。

作为一个有着不同行动主体且混杂着多种实践方式的现象，算法新

闻到底指什么，难免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以新闻编辑部为主体，将其

自主或协作开发算法并运用于内容生产和分发等新闻活动，视为主动的

算法新闻实践；将其适应大型互联网社交平台算法的行为，视为被动的

或调适性的算法新闻实践。

传统新闻编辑室如何面对“算法”？
——对 N 市三家报社算法新闻实践的实地研究

■ 朱  威  王辰瑶

【本文提要】  以往研究认为算法对于传统新闻媒体的人工编辑和规模化分

发具有颠覆性影响，然而，通过对N市三家报社算法新闻实践的实地研究，

本文发现传统新闻编辑室均未把算法当作底层技术逻辑，很少出现利用算

法技术生产算法新闻的情况。传统媒体新闻编辑部面对算法的主要策略是

调适性而非生产性的。本文采用将制度与行动结合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为

什么主流新闻媒体可以针对平台算法进行策略调整，却把利用算法和大数

据进行“算法新闻”生产放在新闻创新行动的边界之外。

【关键词】  算法新闻 新闻创新 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  G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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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部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可分为

自动化新闻、基于受众分析的算法推荐和分发

（Jamil， 2020），主要机制是自动化和过滤（方

师师，2018）。自动化新闻是将数据转换为叙

事文本的算法过程，除了最初的编程，新闻

生产不再需要人工干预（Carlson， 2015）。自

动化新闻的原理在于，通过利用数据库和自

然语言生成技术，完成事件驱动的自动化叙

事（Dörr， 2016；Caswell & Dörr， 2018）。自

动化新闻需要记者重新定义他们的核心技能

（Van Dalen， 2012），如加强对计算机思维的

训练，更紧密地同工程师、程序员合作以开发

不同的算法，能够批判性地审视算法决策系

统等（Lindén， 2017）。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

新闻业的核心任务是不可能由算法自动化完成

的（Flew et al.， 2012）。从长远来说，人工智

能和算法只会增强记者的新闻实践（Young & 

Hermida， 2015），而不是取代他们（Hansen 

et al.， 2017）。

在基于受众数据的算法推荐和分发方面，

国外研究者发现，新闻编辑室中的决策越来越

多地基于与受众相关的大量自动生成的数据

（Napoli， 2014；Arsenault， 2017；Christin， 

2020），这些数据通常由安装在网站服务器上

的跟踪技术捕获。在美国，超过 80% 的在线

出版机构都在使用实时分析程序如 Chartbeat

进行受众测量（Christin， 2017）。基于用户数

据的算法新闻推荐技术，如新闻机构根据预定

的原则自动构建和排序新闻项目的实践，也纳

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Möller et al.， 2018）。
现有研究总结了基于人气的过滤（即向用户推

荐受欢迎程度较高的新闻作品）、基于内容的

过滤（即为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新闻作品、可

与用户以前接触过的内容进行关联推荐）、协

同过滤（即通过其他用户的行为来预测用户

的口味），以及混合方法（上述方法的混合应

用）这四种算法新闻推荐的方法（如 Bozdag， 

2013；Devito， 2016；Jannach et al.， 2010）。

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算法推荐与新闻机构传统规

范之间的冲突，比如，北欧地区 19 家全国性

报纸虽大都以某种形式使用了算法新闻推荐系

统，但由于对公共新闻领域的担忧及不愿意

转移编辑控制权，它们的使用范围仍然有限

（Möller， 2022）。
国内学者研究更多的平台媒体算法，对

于新闻机构来说实则是一种外部力量。研究

者们考察了这类外部算法的推荐机制（王茜，

2017；毛湛文，孙曌闻，2020）、对新闻业可

能产生的影响（方师师，2016；王斌，李宛

真，2018），以及包括传统媒体在内的不同行

动主体如何看待和阐释算法（白红义，李拓，

2019）等。

从算法机制与新闻业的结合来看，主动的

算法新闻实践对新闻编辑部的技术要求较高，

而外部平台算法则日渐成为新闻业不得不面对

的基本环境因素。新闻业在这样的结构下如何

采纳和面对算法，就构成了一个需要实际考察

的问题。目前的文献中，对中国传统新闻媒体

如何采纳和面对算法的经验研究还很缺乏。鉴

于此，本文对我国某省会城市三家报社采纳算

法新闻的实践过程进行了考察，试图厘清我国

主流新闻媒体在新闻创新过程中使用算法技术

的基本逻辑。

一、算法实践：制度环境下的新闻创新行动

算法技术是传统新闻媒体未曾经历的新事

物，面对算法技术的行动，对于传统新闻媒体

而言，无疑是一种新闻创新行动。但新闻媒体

以何种方式进行新闻创新，需要考虑的不仅仅

是新技术能提供的可能性，还有新闻媒体组织

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本文采用新闻创新研究

中的组织路径（王辰瑶，2020），运用组织社

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制度环境”与“行动”

关联起来考察我国主流新闻媒体的算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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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克斯·韦伯以来，效率逻辑认为组织

内部的正式结构，是组织追求效率的结果，是

一种理性精神的现实反映。经典新闻生产社会

学研究也把新闻媒体之所以形成各种常规归结

为对效率的追求。但在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

学派的开山之作《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和

仪式的正式结构》中，作者迈耶和罗恩却发现，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政策或者规章制度的采用

并不完全出于效率的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合

法性，从而获得对于组织生活至关重要的各种

资源，增强组织的稳定性（Meyer & Rowan， 

1977）。该理论对本文的启发在于，首先，组

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重视组织与外部环境

的互动，这与以往将组织视为封闭系统的研究

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

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为人们所“广

为接受”（taken-for-granted）的社会事实（周

雪光，2003）都是其制度环境的构成要素；其

次，“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组织领域研

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它是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

外部环境中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或做法的这

样一种制度力量。在组织结构内部以及在组织

与制度环境互动中，合法性机制起到重要作用

（张永宏，2007：5）。在制度化的组织中，由

于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时常会发生冲突，解

决的方式就是把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分

离，保护正式结构免受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的

冲击（Meyer & Rowan， 1977）；第三，一个

高度制度化的环境，会迫使生存于其中的组

织在正式结构上逐渐“趋同”，甚至完全一致

（Meyer & Rowan， 1977）。

这里的“趋同”是新制度主义中的另一关

键概念。机构领域内的组织倾向于同质化，模

仿主导的做法和形式，从而维持合法性。“制

度同构”的三种方式是：强制趋同，主要是组

织所依赖的上级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或非正式

压力、所处社会中的文化期待对它的压力等；

模仿过程，指当某个组织的技术难以被理解和

评估，或者当组织的目标含糊不清时，组织会

倾向于模仿那些已经成功或者它们感觉更加合

理的同类型组织；规范压力，指会产生一种在

专业内部共享的规范标准和思维方式（DiMag-

gio & Powell， 1983）。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点模

仿过程，如果一个组织陷在多重的制度环境中，

面临多个可以模仿的对象时，组织到底会模仿

谁？ 2016 年，马奎斯和蒂尔奇克提出了“制

度对等”概念。如果两家公司在同一行业运营，

并且总部也位于同一地理社区，那么这两家公

司在制度上才是对等的。企业将更有可能模仿

制度对等的企业，而较少关注那些仅仅是同行

业或地理相近的其他企业（Marquis & Tilcsik， 

2016）。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关注外部环境

对组织行动的影响，而新闻创新本身即为新闻

组织在外部环境变化下采取的新行动（王辰瑶，

2020）。本文认为要对算法新闻这一新闻创新

实践进行考察，必须考虑到行动所处的环境及

环境对组织带来的影响。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

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命题，有助于我们回应相

关问题。在此研究视域下，本文的问题是：第

一，传统媒体新闻编辑室如何进行算法新闻实

践？第二，哪些因素影响着传统新闻编辑部形

成上述算法新闻实践？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2 月，笔者在 N

市 A、B、C 三家报社开展了实地研究，深度

访谈了 30 位新闻从业者（本文实际使用了 28

名受访者的访谈资料）。实地研究是一种深入

研究现象的背景，以参与观察和访谈为主要

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

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法（风笑天，

2001：177）。选择 N 市一方面因为它是省会

城市，坐落在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拥

有较多新闻机构；另一方面也因为笔者开展研

究的便利。考察的三家报纸中，A 报是省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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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B 报是省级都市报，C 报则是主打 N 市新

闻的区域性报刊。

本项实地研究分以下步骤展开。首先，笔

者通过朋友，于 2020 年 4 月进入 C 报融媒编

辑部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实习，此后通过在 C

报实习的指导老师，于 2020 年 4月至 8月间，

每周有 1 到 2 天时间在 C 报融媒编辑部进行

实习。此后以同样的方法，于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间，每周安排 1 天或 2 天在 B 报客户端

编辑部进行观察与访谈。对 A 报的实地研究

时间则安排在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3 月

间，观察与访谈的部门是客户端首页编辑部。

2021 年 3 月至 7 月间，笔者对访谈资料进行

了整理和编码。经过编码，针对一些尚未厘清、

仍需阐明的问题，笔者于 2021 年 7 月至 12

月间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访谈。应受访者

的要求，以及笔者对可入场机构“保守行业机

密”的承诺，笔者对这三家报纸的名称及受访

人进行了匿名处理（见表 1）。

二、以调适为主的算法新闻实践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三家新闻组织都没有

正式发布或利用相关算法技术进行自动化新闻

生产。A 报的技术人员表示，研发人员尝试利

用算法做一些新闻生产的自动化探索，如天气

预报和股市，但目前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

属于“浅层次的产品”，还不能对外发布（访

谈 1，A 报）。B 报的技术人员则坦言：没有听

说过，还没有尝试（访谈 2，B 报）。C 报的技

术人员则表示，之前也与相关科技公司谈过合

作，但是价格有点高，就没有进一步谈下去（访

谈 3，C 报）。

在信息过滤筛选方面，三家新闻组织也均

未将算法应用到自有新闻聚合端口（如客户端、

网站）的底层设计和信息分发中。主要原因正

如B报技术部的负责人 JS所说，商业大数据

编号 受访者 所在报社 职业分工 性别 年龄 访谈时间
1 XN A报 技术人员 男 34岁 2021.02.15
2 XQ B报 技术人员 男 26岁 2020.08.03
3 MN C报 技术人员 男 27岁 2020.04.06
4 JS B 报 技术部负责人 男 47岁 2021.06.10
5 YP A 报 记者 女 37 岁 2021.04.06
6 JJ B 报 微博编辑 女 43岁 2020.08.04
7 D A 报 微博编辑 女 29岁 2021.07.26
8 QS A 报 首页编辑部总编辑 男 50岁 2021.12.06
9 SX B 报 客户端编辑 男 34岁 2020.10.16
10 LL C 报 微信编辑 女 25岁 2020.08.17
11 SX B 报 客户端编辑 女 32岁 2020.10.15
12 YQ A报 微博编辑 女 29岁 2021.07.28
13 YD A 报 微信编辑 女 28岁 2021.08.24
14 TT C 报 微博编辑 男 26岁 2021.09.06
15 WD C报 微信编辑 女 28岁 2021.09.06
16 DT B 报 微信编辑 女 40岁 2021.11.05
17 JW A报 副总编辑 男 55岁 2020.12.01
18 ZM C报 技术部负责人 男 45岁 2021.07.02
19 XL A 报 技术部负责人 男 42岁 2021.03.04
20 DM C报 记者 男 35 岁 2020.05.14
21 PP A 报 微博编辑 女 28岁 2021.11.12
22 XF B 报 记者 男 36 岁 2020.10.20
23 JJ B 报 微博编辑 女 43岁 2021.07.23
24 RY B 报 技术人员 男 30岁 2021.08.06
25 ZQ A报 版面编辑 男 47岁 2020.05.10
26 DD B报 记者 女 43 岁 2021.02.15
27 YF A 报 记者 男 37 岁 2021.11.16
28 ZY C报 记者 女 36 岁 2020.05.09

表 1  本研究受访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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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输出的、交流的、互碰的，然而传统新闻媒

体的数据是无法碰撞的，至少目前没有看到。

我们传统媒体的大数据，更多地是抓取的信息

内容的大数据，量比较小。也就是说，我们能

看到的数据仅仅是“新闻”，没有能跟你的服

务对象有延伸关系的大数据，数据量不足，我

们就很难做筛选和分发（访谈 4，B 报）。调研

到的传统新闻编辑室都没有像已有文献介绍的

国外一些媒体那样，使用自己开发或合作开发

的算法来辅助新闻生产和分发，也即没有主动

的算法新闻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编

辑部与算法无关，调研发现，算法主要是作为

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在影响传统新闻编辑部。

传统新闻编辑部对大平台媒体所用算法的“猜

测”、“预判”已经深入到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

首先，在发现选题上，平台媒体通过算法

机制生成的“热点”已成为记者新闻判断的新

标准之一，并辅助记者进行“数字跑口”。“数

字跑口”是对数字时代记者“跑口”方式的概

括，它是指传统媒体记者将互联网作为长久而

定期的获取信息（白红义，2013）的重要路

线（beat）的过程。当海量的网络线索对记者

开放之时，传统媒体时代“混熟”条口的方式

显然已“不够用”（访谈 5，A 报）。调研的三

家新闻组织的技术团队均开发出自己的发稿平

台，拥有自己的热点库（各个平台媒体热点的

集成），方便编辑记者在其中找寻选题。选题

会上，各个机构也会利用“大屏”显示的各种

热点数据，如客户端热点、微信热点、微博热点、

抖音热点等来辅助决策。以微博为例，“（搜索

热度 + 讨论热度 + 传播热度）× 互动率”这

一热度计算公式目前已经在《热搜榜规则说明》

上进行了透明化的展示，受访人也普遍有通过

“热搜”找寻选题的经历。寻找“热搜”与本

地关联度的结合点，再进行二次加工，成为记

者们的一个新工作方式。甚至有些按照原来的

新闻价值判断，编辑认为不会成为选题的内容，

但因为是算法提示的“热搜”，也被当作了新

闻选题。如 B 报的微博编辑说：比如某冷饮融

不融化这种事，在以往的判断中实在是太小太

碎了。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热搜第一，而且

有传统媒体专门直播看是不是真的难融化（访

谈 6，B 报）。对于地方性媒体来说，热搜也改

变了新闻人对原有新闻价值判断中“地理接近

性”和“时效性”的看法。A报微博编辑D的

看法很有代表性：有的选题其实并不是我们本

地的，例如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关注度非常

高，我们已经预判会登上热搜，所以有时候也

会去外省采访报道。时效性这个更夸张，比如

有一个防脱发洗发水究竟有没有用的视频，不

知道是多久之前的了，但每次看到有媒体发出

来点击量都很高，也许是因为当代人脱发太严

重了吧（访谈 7，A 报）。

平台媒体通过算法机制呈现出的事件传

播力大小的榜单在深刻影响专业媒体新闻选择

的同时，的确让一些新闻人感受到了诧异、不

解，但观察发现新闻媒体在与算法的调适中自

信心是在增长的。比如当记者基于专业判断采

写的新闻登上热搜后，哪怕不是本媒体的，也

有利于提升传统新闻编辑部面对平台算法的信

心。也就是说，虽然热搜上有一些琐碎的内容，

但媒体人认为高质量的新闻还是可以冲上热搜

的。如 A 报的一次业务研讨会上，总编辑 QS

表示：在报题方面，跟着热点走的选题我们需

不需要？需要。但是不得不说，这些选题有的

的确太碎了。我希望我们能报一些更高质量的

选题，这些选题是围绕国家、围绕省里的中心

工作的。要把第二落点变成第一落点。而且这

样的选题也是可以冲上热搜的（访谈 8，A 报）。

其次，三家新闻组织均采用了针对不同

平台的差异化新闻投放策略。笔者统计了 A

报新媒体运营人员 2021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9 日在不同端口和平台上选用的新闻稿件

类别（见表 2）。A 报在线新闻部门的编辑 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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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同平台的判断不一样，这其实是不同

的算法在起作用。

B 报客户端编辑 SX 说，根据以往的经验，

有两种新闻类型是网友非常关心的：第一类是

重大时政类新闻。比如涉及省长、市长的稿件，

再比如人事任免稿件。这些稿件通常自带流量，

能够关联到我们的社会生活。第二类是社会热

点，比如某些案件的宣判，新闻性、可读性强，

相关文章阅读量都非常高（访谈 9，B 报）。

然而针对微博和抖音，传统媒体的编辑却

较少选用时政新闻。C 报微信编辑 LL 说：这

些分发平台的受众驳杂，偏年轻化、娱乐化，

娱乐明星、网络红人频频登榜，这并不是主流

媒体主攻的方向。换句话说，重大政经、民生

服务、人事任免这些传统媒体的优势在微博、

抖音等分发平台上发布，效果就不理想了。所

以绝大多数本地主流媒体还是重点打社会热点

牌。而且与客户端、微信不同，这些平台更倾

向于选择视频类稿件（访谈 10，C 报）。

第三，传统新闻媒体编辑倾向于采用“新

闻聚合”策略进行内容生产，以适应平台算法

的规则。从 2004年开始，谷歌、百度的新闻（或

资讯）频道，就已经依赖搜索技术和算法来进

行新闻的聚合以及在网页上的呈现。美国学者

安德森也曾分析过“作为新闻聚合网络生产”

的美国费城Philly.com的实践情况（Anderson， 

2013）。数字时代，新闻人已经可以在搜索引

擎和平台媒体算法的辅助下，通过对各类信息

要素的划分、筛选和组合来重写新闻，达到反

映新观点、提炼新角度、启发新思考的目的。

这意味着，新闻写作已大量由对即时事实的描

述转为对过往事实的阐释。那些在互联网中“沉

默”的信源被唤醒了，那些公开或隐蔽的数据

也可以成为记者发现新闻选题，加强新闻深度

的资源。

专业新闻媒体人还发现平台算法似乎也

更鼓励聚合而不是原创，这进一步强化了“新

闻聚合”策略在内容生产中的应用。被访对象

认为，这是因为聚合可以把热点事件“叠加”。

在A报的一次微博发布讨论会议上，小编 YQ

在小结一周工作时说：前两天其他媒体都纷纷

发了入秋的话题，大家都在发，我们能 push（被

平台弹窗推送）上的几率不大。我在看选题的

时候，在一个特别“犄角旮旯”的号里面发现

了某地入秋的话题，当时别人还没有发现，我

一发就 push 上了。另外，那天有两个大风预警，

每一个单独的都被别家媒体抢先 push 上了，我

把这两个新闻重新合了一下，起了一个 # 双大

风预警 # 的话题，一下就 push 上了（访谈 12，

A 报）。在这个案例中，“被 push”意味着有更

多人看到，以及由此而来的更多点击量。

第四，传统媒体在大平台上投放内容的点

击量数据被纳入考核指标。调研发现，以往传

统媒体人的考核主要依据机构自己设定的质量

指标，考评人会根据稿件的篇幅、版面、内容

等来打分，虽然记者如果对评分结果有不同意

见可以申诉，但传统新闻生产质量的考核体系

是带有评审人鲜明主观因素的专业评价体系。

而现在，在笔者观察与访谈的N市三家纸媒中，

点击量均被纳入了考核的范畴，只不过方式不

一。有的是作为“增量”：“我们如果拿到了微

信 10 万 +，上了微博热搜、抖音热榜就会加分。”

（访谈 13，A 报）；有的是“基础项”：“我们每

个月微信点击量必须有 X 条超过 5000 或者微博

热搜超过 X 条才能拿到基本绩效。超过得越多，

绩效越高。”（访谈 14，C 报）传播评价体系的

算法化不可避免地给编辑部带来“度量焦虑”（新

闻创新实验室研究团队，2022）。很有代表性的

社会
新闻

情感
时政
军事

生活 经济 文化 其他

自有客
户端

420 40 210 102 105 60 20

微信 43 8 19 2 12 1 13
微博 94 43 23 12 8 5 3
抖音 9 18 0 21 3 6 5

表 2  A 报不同端口选稿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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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来自C报的微信编辑：我们现在压力非常

大，每年第三方平台都有新闻媒体微博微信排

行榜，算法基本上是阅读指数、在看指数、点

赞指数的平均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根据

流量的判断来找选题，那我们的排名就会落后

（访谈 15，C 报）。但B报编辑的看法也有一定

代表性：我们肯定不能跟着这个榜单走，否则

我们很多专业判断就没有了。个人认为榜单排

名在中上就可以了，我相信这个明眼人一看就

看出来了。如果跟着流量走，你的内容生产也

是有目的性的，一旦丧失了我们坚持的价值，

以后不可想象。更何况你也无法判断哪些人是

“水军”（访谈 16，B 报）。可以这么理解，“度

量焦虑”在传统新闻编辑部中存在，但程度不一。

编辑部和新闻人对平台算法呈现的点击率和媒

体排名的重视程度，又与专业观念、单位领导

的重视、与绩效绑定方式等相关。

三、传统新闻编辑室为什么对算法新闻“浅尝

辄止”？

按照王辰瑶对新闻创新行动的分类（王辰

瑶，2022），本文发现，传统新闻编辑室的算

法实践主要是一种“调适性新闻创新”而不是

“生产性新闻创新”。为什么主流新闻媒体采用

调适性策略而不是更加进取的算法采纳策略生

产算法新闻？本文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出发

结合访谈资料，提出如下解释：

首先，编辑部对算法新闻的采纳，需要匹

配一定的制度安排，比如重新设置编辑部的组

织结构等，这必然涉及一系列人力财力资源的

重新分配。而此类安排的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目前业内没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这

是三家传统新闻组织都对自建算法并用于新闻

实践均抱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来说，对待

创新项目，传统新闻组织会在现有的组织架构

（符合制度合法性逻辑）之外，另设计补充性、

灵活性的结构，且这一结构不会影响原来的制

度安排。如成立新闻创新项目的“工作室”，

此类工作室绝大多数都以记者、编辑为主，技

术人员为辅。因为制度化的组织倾向于采用把

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实际运作分离的方式，来缓

解效率逻辑和合法性逻辑的冲突，保护正式结

构免受技术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Meyer & 

Rowan， 1977）。非正式手段让组织变得更加

灵活，从而让组织可以更好地应对实际运作中

遇到的问题，提高组织的效率。相比而言，在

微博、微信和其他社交平台上建立“新媒体矩

阵”，前期动用的制度安排较少，可以在不改

变媒体原有结构的情况下用增设“新媒体部门”

的方式实现，因而创新扩散的阻力较小。而算

法新闻实践的前期就高度依赖技术，需要技术

人员和采编人员密切合作，这意味着要对原有

组织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并把两类在知

识结构上相差甚远的成员组合到一起才能实

现。也就是说，如果要采纳算法新闻，新闻组

织必须要生成适合其发展逻辑的新制度安排，

而且还要承担没有成功经验的先行者风险。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A、B、C三家报社在

是否采纳算法新闻上都询问过彼此的做法。当

算法新闻带来的影响无法评估之时，组织倾向

于减缓创新。这三家新闻组织目前对主动进行

算法新闻的尝试都是自上而下的：传媒组织管

理者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请技术部门“看看有无

可能”（访谈 17，A 报）。而新闻组织的技术人

员因为缺乏新闻知识、数据、成功范例，绝大

多数都不会主动提出要进行算法新闻的尝试。C

报技术部的负责人ZM在访谈中谈道：算法是

大数据的核心功能，目前普遍被大数据公司垄

断。讲白了，算法是应用数学专业，编辑部偏

文科。新闻组织鲜少有这样的人才储备，因为

养人太贵，招了也用不上。而且隔行如隔山，

不可能由“外行”领导“内行”（访谈 18，C 报）。

传统新闻组织内部要进行主动算法新闻实践创

新的制度安排，难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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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算法新闻与新闻业目前的观念制度

存在较大冲突。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认为，算

法新闻挑战了新闻业长久以来坚持的某些信

条，并不利于新闻组织树立行业权威，建立“新

型主流媒体”的形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平台

媒体算法制造出来的流量景观挑战了传统新闻

业一贯坚持的信条，这些信条被认为是新闻专

业的核心观念，是新闻组织制度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些受访者认为，平台推行的算法与

新闻应服务于社会根本利益的信念冲突。如 A

报在线新闻部门技术部的负责人 XL 在访谈中

表示，算法是“（平台）机构意志”的延伸，

有很强的功利性，而不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算法不是公共的，而是机构自有的，以海

量的数据为前提。它貌似公正，但始终是以机

构的目的为前提，因此具有强烈的功利性。比

如有些商业网站，需要流量变现，以流量作为

其算法的核心，可以想见，耸人听闻、猎奇的

事件就会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谣言也会甚

嚣尘上。（访谈 19，A 报）

平台算法也被一些受访者视作对新闻真实

原则的挑战。真实是传统新闻理念的基石，虚

假新闻被认为是“行业失范”的表现，也是数

字新闻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受访者DM 是 C

报的记者，他对“算法”深恶痛绝却又倍感无奈：

现在很多信源都是来自社交媒体，我们要

做很多核实的工作。2019 年，我印象很深，有

一个热搜说是教科书里面有些耳熟能详的字改

字音了。我查了一下，很明显是一个不准确的

“旧闻”。但糟糕的是，读者似乎已经不那么在

乎新闻的真实与否了，和“真相”相比，网友

似乎对传播者所谓的“付出”更看重，“写得

这么长还能有错？还有长图呢！”哪怕是翻一

下教科书就能知道答案，却没有人做全面的调

查。尽管我后来也写了核实的文章，但是点击

量却没有那么高了。（访谈 20，C 报）

还有一些受访者对要根据算法提示的“热

点”快速生产新闻的工作方式产生了“不安”。

A 报两微新闻部的编辑 PP 表示：一旦我们跟

风去追求流量，就难免会出现“蹭热点”的行为。

一个热点出来，比如谷爱凌，她的身世、家乡、

各种亲戚什么的全都被扒出来，我觉得是违背

新闻伦理的，令人不安（访谈 21，A 报）。

追求流量的“恶果”被 B 报记者 XF 描述

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深度报道的部分放弃，

“深度报道有，但是不多。因为热点来得太快，

你必须要迅速做出来，做不出来流量过了，你

这个新闻就不‘香’了。最终结果是，做出来

的稿子我也忘记了，受众也忘记了”；另一方

面，导致新闻选题同质化，行业竞争愈加激烈。

“本来新闻应该广撒网，不过现在大家都会重

点关注能够带来流量的选题，都往同一个地方

去了” （访谈 22，B 报）。

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算法混淆了新闻的

边界，搞乱了到底“什么是新闻”的标准。B

报的微博编辑 JJ 对此感同身受。JJ 有着将近

20 年的从业经历，曾做过社会新闻记者、国

际新闻编辑，2013 年调到 B 报新媒体部，从

事微博编辑工作：

我们以前做报纸编辑的时候，对什么是新

闻，大家是有共识的，比如最基本的 5 个“W”，

这是必要条件。但是到社交媒体这个就变了，

有可能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有可能这个

事情是多少年前就发生的，但在网络上却变成

了一个现象级别的讨论话题。你看，纸媒或者

电视台做的深度报道或人物特写，好像就不如

一个小朋友的萌视频传播得广。当然这个是有

好多原因的，平台算法一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访谈 23，B 报）

新闻工作的主导文化观念也是一种“制度

化”的规则。从访谈情况看，专业新闻工作者

对平台算法与新闻专业观念冲突的感受还是很

强烈的，虽然他们在努力适应并做出新闻生产

上的策略调整，但也认为算法逻辑与新闻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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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制度的不匹配难以解决。

第三，算法新闻能给组织带来何种社会

及商业上的收益尚不明朗，缺乏能让传统新闻

媒体产生创新趋同性的力量。经过调研，笔

者发现三家媒体组织的管理者基于评估认识

到，主动进行算法新闻生产目前还是一种“性

价比”很低的形态。三家新闻组织对创新的成

本及周期均有“收益”方面的考量。B 报技术

人员 RY 表示，算法新闻的研发基本上是两个

模式，一个是与技术公司合作，一个是自己研

发，但投入都很高：我们跟业内一些知名的公

司谈过，价格非常高；二是自己的技术人员开

发，但是这类技术人员的薪资水平非常高（访

谈 24，B 报）。除了高额的投入，A 报的版面

编辑 ZQ 说：不知道是技术水平没达到还是怎

样，我看到的自动化的新闻作品都是有不少错

误的，在我们这里，初审都过不了，还得慢慢改，

这跟重写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发生导向问题，

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访谈 25，A 报）。B 报

的气象记者 DD 认为：其实气象新闻是很难写

的，每天需要变换各种语言，模式化的内容感

觉会失去读者（访谈 26，B 报）。创新收益的

不确定性令新闻组织放弃了“自动化新闻生

产”的赛道。此外，新闻生产中有很强的随机

决策的特点。C 报融媒编辑中心的记者 ZY 说，

新闻表面上有很多规则，但是实际操作上，大

家不一定按照这个规则来。比如说之前有一位

研究唐诗名家的讲座。按照新闻的规则，我在

报道中应该写他讲座中比较新鲜、吸引人的部

分，比如给诗人颁奖、诗人的趣事等，但跟演

讲者本人沟通之后，他觉得还是应当写唐诗本

身的气韵。为了维护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我最

后还是尊重了他的想法（访谈 28，C 报）。这

个例子说明了新闻标准与新闻实践结果之间的

差异。算法是基于设定好的规则和标准的，但

绝大多数新闻报道具备灵活性和反思性。算法

新闻的开发投入高、对新闻生产实践的适配性

低，出于理性计算，传统新闻媒体编辑部不会

轻易试水。但传统新闻编辑部并非明确“放弃”

了主动的算法新闻实践，而是处在一种保持敏

感的观望状态。三家新闻组织对业界信息均保

持高度的敏锐性，并对国外前沿媒体的创新尝

试也有案例收集。它们倾向于模仿与自己处在

共同制度环境中的组织行为，但目前这样具有

明确创新收益的模仿对象还未出现。

结论：算法采纳的边界

本文以新闻组织为新闻创新采纳的主体，

考察三家报社新闻组织围绕算法的实践。研究

发现，我国综合性日报的传统新闻编辑部面对

算法的新闻实践有相似的特点，以主动适应平

台算法的一系列新闻生产策略调整为主，但很

少出现利用算法技术生产算法新闻的情况。这

与当前研究中对算法技术深度卷入新闻业、对

新闻文化可能形成颠覆性改变的论调很不一

致。本文认为，如果纳入制度因素对新闻组织

及其创新行动影响的视角，可以解释在实际的

新闻生产中为什么会出现算法采纳的边界。

传统新闻媒体在边界内积极进行了适应算

法的策略调整，包括改变对新闻选题的判断、差

异化新闻投放、采用新闻聚合等新的内容生产

方式、将算法导向的传播结果纳入考核体系等。

但主动利用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算法新

闻”生产，目前仍然处在新闻创新行动的边界

之外。因为传统媒体在对算法新闻这种技术难

度大、收益不明确、缺乏模仿案例的创新项目

进行过理性考察后，发现算法新闻不仅需要调

动的组织制度安排幅度很大、技术要求很高，

更重要的是与支撑新闻业的文化制度目前看

来仍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算法新闻”

仍然停留在传统新闻编辑部创新行动的边界

之外，但又处在传统新闻媒体密切关注的视

线之内。

本文的经验材料是基于同一个城市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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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综合性报纸，地域与媒体类型可能会对本文

结论产生一定的限制。比如财经类等专业性媒

体对算法新闻的采纳程度可能会比综合性新闻

媒体的采纳程度高。但本文认为该研究的结论

仍可解释较大范围内的主流新闻媒体的算法新

闻实践。新闻媒体已经走过了盲目追捧新技术

的阶段，面对新技术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应用策

略。比如这三份日报在面对算法时都不约而同

地采用了调适性策略而不是生产性策略，这并

非偶然现象，而是在现实制度空间下的理性选

择。这种状态是否会持续下去，取决于一系列

的变化条件，比如算法技术自身的进化是否可

能与新闻业的文化制度很好地相融、在新闻业

竞争中是否出现了可被模仿的对象等。本文的

另一收获是发现新闻创新研究文献中可能存在

“先行者偏差”，率先进行某种创新的行动者容

易获得学术界更多的关注。但这类创新是否能

够持续下去、是否能够扩散，却少有持续的探

讨。这可能也是未来的研究者们需要警惕的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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